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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F_E9_80_BC_E4_c122_483387.htm 一、刑讯逼供和暴

力取证的现状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

，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

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

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

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

。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

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

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

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

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

，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

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

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

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

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

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

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

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



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

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

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

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

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

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

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

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

。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

》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

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

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

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

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

不大。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

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

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

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

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

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

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

院的审判阶段。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

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

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

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



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

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

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

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

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

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

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

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

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

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

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

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

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

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

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

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

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

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

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

，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2、人民法院审判



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

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1)、证据非

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

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

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

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

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

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

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

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

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

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

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

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

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

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

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

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

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

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

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2)、无法

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



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

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

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

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

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

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

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

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

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

，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

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

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

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

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

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

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

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

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

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

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

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

言”滥用的必然结果。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

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

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

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

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



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

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

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

”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

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

。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

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

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

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

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

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

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

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

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

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

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

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

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

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

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

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

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

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

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



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

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

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

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

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

法。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

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1、立法规定沉默

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

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

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

”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

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

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

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

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

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

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

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

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

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

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

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



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

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

。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

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

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

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

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

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

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上述立法

和司法对策的采取，将有效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无辜百姓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得到保障。同时还可以督促侦查人员在客观性证据的收集上

加强学习，增长技能。摈弃那种在办公室里侦破刑事案件的

懒惰做法。不仅如此，《刑法》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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